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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彦的戏剧题材小说融合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出了独特的文学风貌。他

在社会整体的现代性转型中以文学之眼观照现实问题,表现出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关注和思考。陈彦一方面

通过对陕西地方方言、戏曲文化符号和对偶美学理论的运用凸显了其作品的民族性;另一方面通过对传统戏

曲的现代转型及现代社会女性的迷失等问题的探究展现了他对现代性的思考。陈彦在对民族性与现代性的

共生融合与矛盾冲突问题的探讨中彰显出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陈彦通过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将民族之

根与现代之魂相结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语言与文学表达进行了创新。
关键词:陈彦;戏剧题材小说;民族性;现代性  OSID: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24)05-0135-06

  陈彦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在文学界引起了广泛

的关注和讨论,他的戏剧题材小说融合了古代文学

和现代文学的元素,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他深

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将民族文化融入作品

创作中,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同时他对人

性、社会万象等现代性问题的格外关注,使其作品在

思想深度和艺术表现上都具有独特的魅力。对陈彦

戏剧题材小说中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汇通融合进行探

讨,可以彰显当代戏剧题材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为
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结合提供有益

启示。

一、民族性在陈彦戏剧小说中的表现
文学的民族性是指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反映一个

民族语言、文化、历史、地域等方面特征的独特性。
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对民族身份认

同和自我反省的表达。它是一个民族的独特标识,
反映了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373。在陈彦的戏剧

小说作品中,民族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陕西地方方言的使用

19世纪法国文学史家丹纳提出,种族、时代与

地理环境是决定文学的三个要素,其中地域文化对

文学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它影响了作家的思维方

式、性格气质、审美情趣乃至艺术风格和表现手

法[2]438。因此,凸显地域色彩的作品更具有民族性,
民族性是靠地域性显示出来的。

“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陈彦小说创作的

语言风格极具民族性特征。他运用质朴的民间性语

言、日常化表达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经典戏曲故事,使
其作品充满了浓厚的地域特点和民族文化气息。陈

彦的戏剧小说是立足于陕西这一特定的地域来反映

秦腔发展的,生动地诠释了“用陕西话写陕西人,言
陕西事,抒陕西情”。比如,在他的(《主角》《装台》
《喜剧》)“舞台三部曲”中,基本以陕西关中地区一带

作为小说的叙事源地,三部作品中充斥着大量关中

独特的地方语言元素,其中俗语、歇后语、打油诗等

大量地方语言形式的运用,使得陈彦作品中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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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点十分突出。《舞台三部曲》中的“克利麻嚓”
“塌火球了”“嘹咋咧”“钢帮硬正”等方言化的日常表

达层出不穷,还有“陕西八大怪,帕帕头上戴”“油里

没你,盐里没你”等独具趣味性的俚语俗语,以及“庙
门前的旗杆———光杆一根”“背着儿媳妇朝华山———
出力不讨好”等方言歇后语。这些方言化的语言表

达不仅将小说人物的性格特点巧妙地呈现出来,还
展现出了陕西方言独特的语言魅力。此外,通过在

《装台》《主角》中叙述戏剧团到各地表演的情节,陈
彦还将陕西、河南以及北京等各地方言与小说情节

巧妙地结合起来,通过描写不同方言之间的交流与

碰撞,凸显出民族方言的多样性,同时介绍了正宗西

京方言和河南方言的由来及特点,使其作品中的民

族性和地域性更为突出。
陈彦的小说通过陕西关中方言的引入,使得作

品的语言充满了地方特色,同时通过深入挖掘民间

传诵的俚语俗语和地方方言的表达形式,使得他的

作品充满了独特的地方气息,增强了作品的民族性

和独特性。
(二)戏曲文化符号的运用

陈彦小说中浓郁的民族性的另一大体现就是戏

曲文化符号的运用。通过戏曲文化符号的运用,陈
彦的小说充分展现出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使
得作品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特征更加浓烈,形成了其

独特的“戏曲+小说”的文学创作风格,体现出厚重

的民族性。
戏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之一,也是中国传

统文化符号经久不息的典范。中国戏曲源远流长,
被称为“国粹”。陈彦的“舞台三部曲”正是以“戏曲”
这一民族文化符号为小说创作根基,无论是小说情

节的安排、人物的塑造还是小说反映的世态百俗等

都是在充分运用“戏曲”这一民族文化符号的基础上

展开的。从《装台》到《主角》再到《喜剧》,这三部作

品按照戏前、戏中到戏变的顺序,数次展现秦腔演出

的盛况,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出中国传统民族戏曲

“秦腔”的全貌,为读者呈现出了一段波澜壮阔的“秦
腔史诗”。

 

“舞台三部曲”演绎的戏曲种类不仅仅包

含秦腔,而且还有其他剧科,如《装台》中涉及了豫

剧、黄梅戏、京剧等戏曲的具体介绍,《主角》对于昆

曲的由来和发展也进行了详细叙述。另外,戏曲唱

词的直接引用,更是充分地展现了小说的民族性特

征。在《装台》中,戏曲唱词节选引用6次,在《主角》
和《喜剧》中,唱词引用次数多达10次。《白蛇传》
《游西湖》《人面桃花》等许多剧目的引入都对小说剧

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构思巧妙而不露

痕迹,这也使得小说戏曲色彩浓厚,彰显了小说浓郁

的民族性。不仅如此,每部作品也都围绕戏曲展开

人物刻画和情节叙述,无论是台前的主角忆秦娥、台
后的装台人刁顺子,还是改良喜剧的贺加贝,他们都

是围绕“戏曲”这一民族文化符号谋生存、求发展的。
因此,“舞台三部曲”的巨大成功与运用戏曲这一文

化载体是密不可分的。除此之外,陈彦小说中还涉

及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婚姻文化、丧葬文化,他把传

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运用到小说的情节

发展与人物塑造之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其小说

的民族性。
(三)对偶美学理论的承继

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说:“中国

传统阴阳互补的‘二元’思维方式的原型渗透到文学

创作的原理中形成了‘对偶美学’。”[3]48 对偶美学是

中国传统民族文学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它集中体现

为二元对立的结构方式与相互映衬的人物设置。二

元对立指不同人物形象之间的对比,或者同一人物

不同时期的对比;而相互映衬意为人与人或人与物

之间相互映衬,两者的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对称性美

学意蕴。
陈彦成功地继承了这一中国传统民族文学理

论,运用对偶美学理论塑造了一大批鲜活生动的人

物形象,并以此充实了作品的民族性特征。《主角》
中的主要人物忆秦娥家庭条件差,但她能吃苦、肯下

功,最终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成为“秦腔小皇

后”。她的同门楚嘉禾却自恃长相出众、家庭条件优

渥,不认真练习唱戏基本功,只学得些流于表面的

“花式子”,最终落得碌碌无为的下场。忆秦娥不争

不抢、能忍则忍,但楚嘉禾却利欲熏心、步步紧逼,屡
次使损招陷害忆秦娥,无论是造谣还是污蔑,忆秦娥

最终都选择一笑而过。两人鲜明的差异更加凸显了

忆秦娥的人格魅力。《喜剧》中的贺加贝和贺火炬兄

弟二人因性格不同而导致结局迥异。哥哥贺加贝在

巨大的社会现实利益面前没能坚守初心,不断迎合

低级趣味,不仅使喜剧低俗化,也害得自己家庭破

裂、事业崩塌;而弟弟贺火炬在利益面前能够坚守初

心,始终坚持对喜剧的敬畏之心,在事业上升期急流

勇退,选择去大学进修,最后取得成功。《装台》中的

刁顺子是一个勤劳踏实、认真能干的“下苦人”,而他

的同胞哥哥刁大军却是一个挥霍无度的赌徒。支撑

刁顺子的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做人的本分,是他

对人的尊重和对自己工作的敬畏[4]。刁顺子生活虽

苦却乐在其中,刁大军表面光鲜却死得凄惶。通过

两个人物之间鲜明的对比,表现了陈彦对于刁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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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具备中华传统美德的下苦人的赞美。
陈彦通过运用“对偶美学”这一中国传统民族文

艺理论,不仅使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充实饱

满,还使作品洋溢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深受

读者的喜爱。

二、现代性在陈彦戏剧小说中的体现
“现代性”这一概念在五四后建立起的新文学体

系中有着广泛的影响。“现代性”体现在对传统的重

新思考、对现代社会的关注、对个体体验的表达等方

面。而文学的现代性引发了广泛的争鸣与思考[5]9,
包括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发生的巨大变化,文学体裁、
内容和主题的变化,以及所反映的社会和历史情景

的变化。陈彦作为当代知名作家,他创作的戏剧小

说含有大量的现代性元素。
(一)传统戏曲的现代转型

“现代性”一直都是陈彦戏剧小说创作关注的焦

点,他的作品选材及立意都是以现代生活为主、传统

文化为辅,且紧跟当今时代的主题,反映出时代的特

征以及人们的生存现状。在陈彦的作品中,主题往

往都是一些当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坚守民

族传统与盲从时代潮流的冲突、坚守做人初心与放

弃立身准则的选择等。陈彦通过对时代痼疾的思考

与挖掘,使其作品具有深刻的感染力。
戏曲是中国民族文化中的一块瑰宝,但是由于

其表现形式过于保守及创作思路的禁锢,导致它缺

乏吸引力,从而难以与现代社会接轨。戏曲在现代

社会的文化土壤中逐渐边缘化,面临严重的转型及

生存问题。陈彦作为一名资深的戏曲研究专家,敏
锐地捕捉到了戏曲的现代转型这一问题,将其融入

自己的戏剧小说创作中,并试图在小说创作过程中

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主角》提及了秦腔面临发展困境这一棘手的时

代难题。在现代性潮流的冲击下,中国最古老的戏

曲———秦腔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前行。小说描写了一

些现代化娱乐场所如歌厅、舞场、酒吧的兴起,满足

了现代社会快节奏生活下大众的享乐需求,因此传

统戏曲面临转型发展的问题。忆秦娥之前所在的宁

州秦腔团由于缺少“台柱”支撑,为了维持生存,不得

不改名为“春蕾歌舞团”,演员都唱起了流行歌曲,还
加入了电子琴、电吉他、电贝斯等现代化道具,并且

还都用“美女”进行演出,戏曲由受人推崇的高雅艺

术一下跌入深渊。不仅小地方如此,忆秦娥后来所

在的省秦剧团虽然地处大城市也面临了同样的问

题,正如《主角》所述:“唱戏这行,在巨大的时尚文化

冲击下,的确是日渐萎靡了。尤其是在城市,几乎很

少能听到秦腔的声音了。”[6]608 省秦剧团也被迫更

名为“西北风”轻音乐团,忆秦娥也开始兼任模特,练
起了扭屁股舞。同时为了维持生活,她开始接红白

喜事的活。“戏曲消亡论”“戏曲夕阳论”成为当时的

时代之音。薛桂生接手省秦剧团后开始进行改革,
在传统戏曲中加入浪漫主义的构思、荒诞离奇的表

演等现代性元素,最后迎来了铺天盖地的批评之声。
从崔八娃到薛桂生、胡三元、胡彩香、米兰,他们都不

同程度地以自己的生命和方式,投入秦腔的创造或

接续,坚守或创新的巨潮与细流[7]。忆秦娥在经历

种种变故后并未放弃初心,而是坚持淬炼戏曲本领,
并遍访传统老艺人,发掘传统戏曲的艺术价值,并将

其与当下的时代风尚结合起来创作新的戏曲,最终

使得秦腔重新焕发生机,并在米兰的帮助下到美国

百老汇进行会演,最终在全世界的注视下一炮走红,
忆秦娥不负众望地扛起了复兴秦腔的大旗。

在《喜剧》中,主角贺加贝过分迎合现代大众的

趣味,不小心误入歧途,使得喜剧的艺术地位由“阳
春白雪”沦落为“下里巴人”。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

活使得人们的压力与日俱增,人们对于喜剧的需求

也由原先的欣赏转变为消遣。小说中王廉举坦言:
“一天上班挣钱,压力山大,尽跟冷冰冰的老板、数
字、文案、电脑打交道,晚上就想洗洗脚,蒸蒸桑拿,
按按摩,尤其是听听荤段子好解乏。”[8]145 舞台本是

高台教化的地方,中国戏曲区别于西方戏曲的最重

要特征就是教化作用,但是贺加贝的喜剧改良却与

喜剧的初心背道而驰。他虽也在日新月异的演艺世

界中与时俱进,但其事业坚守免不了趋时随俗,其情

感坚守又颇显走火入魔[9]。无论是利欲熏心的恶俗

商人武大富,还是艺术修养欠佳的文人镇上柏树,以
及品位低俗的葫芦头泡馍老板王廉举和拥有专业团

队的大学教授史托芬,他们的改良最终都以失败告

终,并因此葬送了贺加贝的喜剧事业。小说中看似

荒诞不经的改良措施却是当今社会许多有迹可循的

社会乱象的真实写照。喜剧改良的失败也揭示出在

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民族文艺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巨大挑战,这与现今社会众多传统文艺面临失

传风险的现状如出一辙,这充分体现出陈彦小说创

作主题与时代发展的高度贴合。陈彦的戏剧小说通

过反映当下社会中存在的文艺传承问题,充分体现

了陈彦对于传统戏曲现代转型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二)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

陈彦的小说在艺术手法上不光运用中国古典文

学技巧,还大胆的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的艺术手

法,如象征、心理分析、意识流、荒诞等。陈彦通过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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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西结合的写作技巧使他的小说更具艺术性与现

代性,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艺术价值。
西方现代派的象征以其神秘的氛围营造和朦胧

的隐喻描写,把一个欲说还休、欲抱琵琶、欲罢不能

的描 写 语 境 提 供 给 读 者,留 下 了 足 够 的 思 考 空

间[10]。象征的本体与象征的对象之间本无联系,通
过艺术家的描绘使得读者产生由此及彼的联想,从
而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领悟感知。陈彦在每一部小

说中都运用了象征手法,最典型的当属《装台》中的

“蚂蚁”这一意象。“蚂蚁”这一意象在《装台》中共出

现了5次,刁顺子第一次看到蚂蚁搬家时,阻止了媳

妇踩死蚂蚁的举动,并且主动用扫帚帮助了掉队的

蚂蚁,还发出了“还不都是为了一口吃的,在世上奔

命哩”[11]3 的感慨。第二次目睹蚂蚁拼命扛重物,面
对妻子疑惑蚂蚁为什么扛不动硬扛时,他回答:“看
你说的,也许家里还有几张嘴等着呢,不扛能行

吗?”[11]65 第三次在目睹蚂蚁被刁菊花烫死的惨状

后,刁顺子直打寒噤。第四次刁顺子在梦里自己也

化身为蚂蚁,并在梦中为蚂蚁团结合作、不离不弃的

精神落泪。第五次出现在小说的结尾,在刁顺子坐

看蚂蚁搬家的画面中结束了整个故事。蚂蚁虽小,
其志犹坚。小说中的刁顺子何尝不是如此。家中有

刁菊花和蔡素芬不和的矛盾,家外有装台队伍极其

艰苦的工作任务,瘦小的刁顺子如同搬家的蚂蚁一

样,虽然渺小,但却有着不屈不挠的意志,一直不停

地奔波在社会的底层,为了生存而努力奋斗,从不轻

言放弃。在刁顺子的感染下,他的装台队伍也像蚁

群一样团结勤奋。陈彦用“蚂蚁”象征刁顺子,不仅

高度赞扬了刁顺子及装台队伍的优良品质,更是歌

颂了如“蚂蚁”一般的千千万万中国底层劳动人民。
荒诞及意识流等艺术手法也在陈彦的小说中多

次使用。《喜剧》中的部分离谱情节可谓荒诞至极。
柯基犬“张驴儿”因剧团缺人而被史托芬临时训练后

便拉上舞台,前来看戏的观众还为之连连喝彩,满嘴

污言秽语的王廉举醉酒后的话术也成为让观众捧腹

大笑的“包袱”,贺加贝的管理不当使得高台教化的

戏曲舞台全然沦为了观众寻求刺激的娱乐场所。最

终在经历更为离谱的“假乳穿帮”事件后,所谓的喜

剧帝国轰然倒塌,贺加贝也为自己种种荒诞的行径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陈彦在《西京故事》中通过意识

流手法对罗甲成这一人物形象内心进行了详尽的透

析。出身低微的罗甲成在物欲横流的西京社会中迷

失自我,终在自身现状与社会现实的巨大差距中倒

下。他极度好强且内心极其脆弱,几位舍友的嘘寒

问暖在他看来则是瞧不起他,但面对巨大的原生家

庭差距他又不得不忍受,“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迷

茫与苦痛,让他对人生意义与价值产生了深切的怀

疑[12]。罗甲成只能在内心默默消化这些苦闷。舍

友间对于他爱慕对象的讨论也会引起他内心的波涛

汹涌,“他们竟然肆无忌惮地议论起了童薇薇。这说

明他们全然不知道自己的心思呢,还是知道了故意

挑衅?”[13]192-193“罗甲成在虚拟空间里赢得的一点精

神提 振,瞬 间 就 被 摧 毁 得 骨 松 筋 泄,柱 倾 梁 塌

了”[13]193。小说中通过多次对于罗甲成潜意识的挖

掘,同时采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的手法,将罗甲成

这一人物形象自尊和敏感性格的复杂性淋漓尽致地

展示出来。
陈彦小说中现代性艺术手法的灵活运用使得作

品更加具有个性和魅力,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也

更加立体化,更具可感性,中西结合的艺术手法为读

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
(三)现代社会中的女性迷失

陈彦笔下的人物形象不是传统的扁平人物,而
是极具现代性特点的圆形立体人物,每个人物形象

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特征且圆润饱满富有立体感。
陈彦通过人物形象反映了现代社会的特点和价值观

念,使小说的现代性气息更加浓郁。
陈彦小说中刻画的女性既有具备贤妻良母特质

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还有与之截然相反的现代迷

失堕落女性形象。后一类女性沉湎于纸醉金迷的腐

朽生活,执着于追求权力与名声,逐渐陷入堕落的深

渊。《喜剧》中“刁菊花”这一人物形象便是突出代

表。刁菊花虽然是刁顺子的亲生女儿,但是性格脾

性却与刁顺子截然相反。她其貌不扬且性格暴躁,
对生活失去追求,每日只知贪图享乐,不思进取。在

看到父亲再婚、妹妹恋爱,她自己却因长相而独身一

人时,内心压抑的嫉妒及愤懑情绪将她彻底“黑化”,
她不仅找大龄男友,去韩国整容,还用热水烫死搬家

的蚂蚁,用极其残忍的手段虐杀家中的狗,用火焚烧

蟑螂尸体,如此荒诞不经的行为令人发指。《主角》
中的楚嘉禾是一个利欲熏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

泼辣女性。她为了上位“主角”多次向剧团的领导行

贿,行贿未果后便设法抹黑、污蔑竞争对手忆秦娥,
并且以金钱作为自己的择偶标准,在她眼里婚姻只

是她满足利欲和虚荣心的工具,楚嘉禾这种“拜金主

义”正是现代社会中不良风气的代表。还有刁大军

的女友马蒂,她与刁大军相差20多岁,但是由于跟

着刁大军可以过着有钱人的生活,因此她不惜出卖

自己的身体只为谋求一时的享乐,在刁大军破产落

魄后,她也在第一时间选择抛弃刁大军远走高飞,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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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避之不及。
陈彦塑造的这些现代迷失堕落女性形象各具特

点,性格鲜明。这些人物为我们展示了深刻的社会

矛盾,从更高层次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彰显了强

烈的现代意识。

三、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交织与冲突
民族性与现代性作为中国新文学发展追求的两

翼,同根相生,而又各有侧重[14]。陈彦的小说通过

描写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的交织,揭示出

民族文化在现代性社会中的困境。他在继承中国传

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加入了他对现代性的思考,呈现

为“传统+现代”的小说创作样式,这种创作方式让

读者能够在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也能感受到

现代生活的冲击与变化。这种冲击与变化一方面表

现为共生与融合,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冲突与矛盾。
(一)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共生与融合

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共生与融合是陈彦戏剧小说

独具匠心的一大亮点。他善于将古典元素与现代元

素相融合,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审视当下社会

的现实,思考时事与世事的变迁[15]。传统民族文化

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融合也使他的小说形成了独特的

文学风格。
陈彦的作品通过将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符号与现

代社会生活背景相结合,对戏曲这一文化符号在现

代社会中的存续问题进行探究。将传统理念与现代

社会相结合,呈现出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主
角》中对于传统戏曲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转变问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忆秦娥、薛桂生、秦八娃等都为了

省秦剧团在新时代的发展呕心沥血。忆秦娥遍访省

城老艺人,希冀在复古中寻找新的突破;薛桂生在戏

曲表演中加入现代灯光和音效,增加舞台的表演效

果;秦八娃在剧本创作中增添针砭时弊的内容,讽刺

现代社会的乱象。秦八娃劝告忆秦娥坚持练功,且
坚信秦腔终有“贞下起元”之日。此后不久,果然如

秦八娃所料,时移世易,秦腔再度兴起[16]。在现代

社会仅凭戏曲传统性的高台教化效果是很难俘获大

众的心,必须推陈出新,紧跟时代步伐,创作出既具

有民族传统特色,又拥有现代生活气息的文学作品,
寓意民族性与现代性共融共生才能使传统戏曲历久

弥新。
陈彦的作品里还有许多集传统理念与现代意识

于一身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不仅具有坚忍顽

强等传统优良品格,而且能在坚守初心的同时融入

现代社会,体现出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共生与融合。
《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是一个为供子女读书,从生

活安逸的乡村跑到城里谋生的农民形象,他早年当

过乡村教师,深谙儒家的生存之道,将仁义礼智信恪

守于心。在车水马龙的西京城中,他靠自己的勤劳

和努力打拼谋生,在进入工地被误伤后,也没有讹

人,只要回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医药费。即便面临现

实生存困境,他也没有变卖家中的“紫薇树”。东方

雨老人对罗天福的评价最为恰切:“他以诚实劳动,
合法收入,推进着他的城市梦想;他以最卑微的人

生,最苦焦的劳作,撑持着一些大人物已不具有的光

亮人格。”[13]472 罗天福正是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

中间人物,他用自身的行动诠释了民族性与现代性

的完美融合。
陈彦的戏剧小说在弘扬民族性的同时也不乏对

现代性的书写。他的作品既留存了传统文化的精

华,又向现代社会的新质文化积极靠拢。通过将民

族性与现代性巧妙地进行结合,提升了其作品的艺

术水准与阅读价值。
(二)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抵牾与冲突

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冲突与抵牾是陈彦戏剧小说

的又一特征。民族性代表着民族传统文化,现代性

则代表着现代社会的改革与进步。
在戏曲这一民族文化标识的重塑问题上,陈彦

虽然希冀以戏曲现代化改革寻求出路,但是在改革

过程中由于民族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冲突使得改革一

波三折。《喜剧》中贺加贝面对喜剧发展困局4次尝

试改革创新,但是都以失败告终。贺加贝在剧本创

作、剧本内容、表演方式以及观众分析等方面都采用

了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新技术与新手段,但是

却忽视了传统戏曲本身的客观发展规律,因此使得

传统戏曲沦为了“四不像”。《主角》中的省秦剧团新

任团长薛桂生为使传统戏曲能迎合新型观众审美,
在舞台上融入了当下流行的迪斯科、太空舞、模特儿

表演等新元素,但是却收获甚微,在一片抵触之声中

结束了“闹剧”。陈彦在小说中虽提及了传统戏曲的

创新之路,但由于戏曲本身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冲突

与矛盾的阻碍,他并未提供具体可供实行的范本。
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冲突和矛盾还会使人的发展

产生异化。《西京故事》中的罗甲成出身低微,凭借

自身的努力考入好大学,但是进入大学后,大学校园

的不良风气与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令高才生罗甲成方

寸大乱,经常禁不住要伤害忍辱负重的姐姐和父

亲[17]。在物欲横流的西京现代社会中他迷失了自

我,陷入无法自拔的巨大漩涡,开始质疑所做一切的

意义,终于在自身现状与社会现实的巨大差距中倒

下。他在钱与权的巨大魔力面前没能坚守住父亲毕

·931·

王俊虎,刘宇涛.论陈彦戏剧题材小说的民族性与现代性



生恪守的儒道,甚至选择进入煤窑以逃避现实,成为

民族性与现代性矛盾与冲突交叉地带的牺牲品。罗

天福与罗甲成这对父子间鲜明的对比,既体现了作

者出对传统文化的珍视,又有对现代社会的拷问。

四、结语
陈彦的戏剧小说作品在当代文学领域中具有重

要的影响力。他不仅在文学创作上积极探索民族性

与现代性的结合,更在文学表达方式上展现出独特

的风格与魅力。他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对现代性的

思考,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式。他对人

性、社会、历史等重要问题的深刻思考,使其作品在

当代文学领域中独树一帜,同时对探索民族经验、符
号、形式与表达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启示,有助于我们

对文学作品民族性与现代性关系的深入思考与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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